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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的诗人和学者,也有侨居海外的华人诗人和学者,同样,还有外国诗人和学者。就写作汉语新诗而

言,不说侨居在外国的华人诗人(数量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单说外国人中的汉语诗人,目下就已经有了

一个可观的队列。随意地举出一些姓名吧:马来西亚有吴岸、贺兰宁、苏清强、适民、杰伦、王涛、晨露、孟
沙、彼岸和方昂,新加坡有秦林、方然、周粲、陈剑、长瑶、简笛、希尼尔、南子、史英、沈壁浩和曦林,这两个

以华族为主的国家被称作今日地球村的汉语新诗重镇。菲律宾的云鹤、月曲了、明澈,印度尼西亚的顾

长福、旭阳,越南的林小东,韩国的许世旭,文莱的海庭,法国的黄玉顺,以及泰国的曾心,他们可都是土

生土长的外国诗人。而且这是一份随意性很强的很不完备的名单。在汉语新诗的研究中,韩国的许世

旭教授和朴宰雨教授、日本的秋吉久纪夫教授和岩佐昌璋教授、泰国的曾心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对

于汉语新诗的外国群落,我们应该加以注视和研究。本期我们推出的熊辉博士研究许世旭的论文,就是

想在这方面来一个启动。同时,许世旭教授刚刚去世,我们刊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论家孙玉石先生

的文章,这也是我们对这位我们敬重的老朋友的悼念吧! 《葡萄园》是台湾已经创刊近半个世纪的重要

诗刊,它的诗学主张具有强大影响,本期我们推出有关论文,请读者一读。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熊 辉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市400715)

摘 要: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

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

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

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

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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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旭(1934-2010),韩国任实人,1960年赴台留学8年,先后获得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文学

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学成回国后,历任韩国外语大学及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担任韩国中

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客座

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许世旭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1961年起用中文写诗,出
版了汉语诗集《雪花赋》、《东方之恋》以及《一盏灯》,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被中国文学界承认的外籍汉语诗

人。他也在致力于研究中国诗歌及中国文学史的近50年时间里,出版了《中国现代诗研究》、《新诗论》
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部专著,逐渐积淀起了丰富的汉语诗学思想。

一、许世旭汉语诗学的来源

作为一个获得语写作者和韩国汉学专家,许世旭的汉语诗学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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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验,也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密不可分。
许世旭汉语诗歌研究的造诣首先基于他对中国文学的广泛阅读。许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接触始于赴

台留学之前,他在一次笔录采访中谈到了早年阅读中国文学与古典诗词的情景:“我还没有认识中国以

前,先吸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营养。当我初中三年级,第一次读到《北京印象》之一篇散文,开
始向往中国。韩战爆发那一年,我正是高中一年级,先父命我不要出门,叫我别管内外风云,请一位家塾

之老师教我中国的文言与诗词,先从千字文起习字,再从唐诗三百首起念诗。结果会背几百首诗词,并
酷喜她的节奏与意境。当时虽然年轻,而能把握住中国诗词里所含蓄的高度的艺术性,例如言外之意,
象外之象等之余韵美。还有她的信仰感,就是诗悟如禅悟的境界。”[1]208许先生一直喜欢“豪放飘逸”的
带有“塞地风味”的古典诗歌作品,至于乐府诗、绝句和现代新诗则直接影响了他的汉语新诗创作。年幼

时对中国地理层面的向往与诗歌艺术层面的体认,让许世旭坚定了选择汉语文学的道路,以至于他后来

在中国现代诗的研究中,也非常注重从古典诗歌艺术比如“言外之意”和“意境”等角度去研读新诗。
更为重要的是,许先生的汉语诗学来源于他融入了中国文化语境和现代诗创作语境中的一种诗学

精神,并以切身体验强化了他汉语诗学思想的深度和纯度。有资料显示,许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到台

湾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唐人之脸”、“半个中国人”或者“汉化之棒子”,就是对他汉文化

身份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他与台湾诗坛上很多活跃的诗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有人回忆说:“大家也

都忘了他的真正血统,感觉上,他就是一个中国人,不论诗或散文,他的气质早已道道地地的‘汉化’,他
的脸型是唐人之脸、宋人之脸、明人之脸,喝酒划拳时有一张中国农人、士兵的拙朴之脸,谈文论艺时则

有一副中国文士泱泱气度之脸。他的生活习性,跟我们在军营同营的大伙简直可说‘一鼻孔出气’,……
他也就在这样的心理、环境背景下进行他的中文创作。”[2]关于这一点,许先生在接受别人采访时说:“我
是在韩国土生土长,甚至我的家谱上也找不出一行与中国的血缘,但我承认我是相当中国的情怀。尤其

是我的嗜好、我的追求、我的价值、我的情绪,不外乎中国小摊上摆的猪耳朵、一杯白酒、一群古道热肠的

朋友、一张小桥流水的水墨。还有,还有文化的细胞,……反正我们在一起我也常忘了我的真正血

统。”[1]209许先生忘记的“血统”是文化血统,他已完全融入了汉文化中,消除了一个外国人在从事中国文

学研究时难以克服的文化障碍。人们使用外语进行文学创作时,总会面临来自语法、词汇和表达之外的

种种困难,半岛文化和大陆文化以及语言的差异,就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创作和研究而言,无疑具有相

当的难度,但我们从他的作品如《追随东方》中,却可以感受到“不仅汉语是他的母语,似乎,那古老中国

的斑驳历史也已点点滴滴流入了他的血脉之中”[3]。许世旭在台湾留学所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环境的熏

陶,更是汉文化的浸染,他的汉语诗学由此获得了一般获得语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对汉语诗歌的

领悟和对汉语诗歌历史与创作现实的熟悉程度也随之提高,这成为许先生日后汉语诗学体系的“先验”
基础和语料来源。

许世旭先生丰厚的汉语文化学养以及他在留学时期的汉文化生活体验,为他从事汉语诗学研究奠

定了基础,使他克服了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时普遍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从而游刃有余地在汉语新诗

的王国中驰骋。

二、许世旭汉语诗学的研究方法及内容

作为一个韩国学者,许世旭常常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
局者迷”局面,他的汉语诗歌研究因此在方法上和内容上显得更为宏观和全面。

许世旭惯用两岸横向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拓展了汉语诗学的研究内容。许先生善于通过

两岸文学的对比研究,去寻找汉语诗歌的发展轨迹,相对于将彼此纳入边缘地位的中国台湾或大陆学者

而言,其汉语诗学的观照视角无疑更为宏大,内容也更加丰富。许先生以历史和政治为切入点,认为中

国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在客观上必然会产生差异:“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而说是动荡的世纪,世纪初由甲

午战役,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却给日本统治五十年,中日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即由国民政府接治,
但四年后因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大陆两百多万人随其政府远走台湾,痛失家园。从此(1949)新中国与国



民政府,造成两岸,加重创伤,这历史的转折,造出两条不同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道路。”[4]4既然台湾

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政府统治下,与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差异,那由此产生的文学在价值

取向上也会大相径庭。许先生1992年在《中国现代诗研究》的第二章第一节中,历时性地比较研究了两

岸现代诗的差异,同时指出,二者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同质化趋向”[5]270,这本书可以视

为他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大陆和台湾新诗的奠基之作,他以后的汉语新诗研究,也多由此生发而来。
比如,许先生1998年在《两岸新诗的发展比较》一文中,以10年为限分4个阶段纵向比较了大陆和台湾

诗歌的差异[6]。2002年,在参考了大陆和台湾当代文学分期之后,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两岸文学研究之

发展与展望》一文中认为,两岸文学其实存在着相似的发展周期,即“政治文学期(1949-1966)”、“更生期

(1966-1986)”和“回归整合期(1986-2001)”[4]5-8。这些论述显示出许先生研究汉语新诗时,采用了基于

两岸诗歌现实的比较立场。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例出发,他注意到了两岸文学发展过程中

各不相同的兴奋点和时代特色,并指出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国有名的汉学

家,许世旭在对两岸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时,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没有因为对台湾的偏爱而卷入

两岸诗学观念的对峙之中,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事汉语诗歌研究。例如,在谈

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陆当代诗歌与台湾诗歌的差异时,许先生并没有一味地因为大陆诗歌政治意

识浓厚而断然加以否定,反而对其艺术性给予了较高评价:“大陆的诗,尽管多带政治性,但也有好处,
如:滚滚的节奏、慷慨的情怀、辽阔的时空等。”[1]211总之,从两岸诗歌语境和创作的差异出发去研究现代

汉语新诗,是许世旭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方法,相对于仅研究大陆诗歌或台湾诗歌的诗学观念而言,他
的汉语诗学在同时考量两岸诗歌的基础上,具备了更为广泛的普适性。

许世旭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具有整体性眼光,反映出他架构整体性汉语文学的诗学理想。许先生高

屋建瓴的比较研究,较符合两岸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但他比较两岸诗歌的目的,并非是要找出二者的

差异,或最终作出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站在汉语文学的基础上将二者视为“同文同种”的整体,力图通

过发现二者的异同来重构汉语诗歌的新秩序。许先生对汉语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进行了如下展望:“时运

交移,文学总要归于母体,而且仍然循着‘分久必合’之历史规律,再加上正在寻根的情怀与跨越国与国、
族与族之全球意识。这是千禧年来两岸学界,势必回归整合的重要原因。”[4]9在实际研究中,许先生也

从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台湾五〇年代早期的政治诗是

完完全全自大陆带来的,而且是沿用抗战时期开始的那种激情化的、散文化的诗歌,那种诗歌多半适于

朗诵的,……而五〇年代早期的诗刊与文艺刊物上所见的新诗,大部分是抒情诗,而十行之内的短诗,少
则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这类或抒情或思维的短诗也是二、三〇年代曾由谢冰心、宗白华、汪静之等在

大陆风行过的短诗派与新月派的延伸。”[7]这里表明,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带有当年大陆诗歌的

印记,我们不能因为二者在地理和政治上的距离而人为地加以肢解。许先生还梳理出两岸当代诗坛的

五点“共相”:一是“均受政治的干扰与影响”;二是“诗坛上现着正、反、合的历史趋势”;三是“两岸诗,仍
然摆不脱中国传统儒家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四是“民族情怀与本土情结”;五是“同样有新诗潮的

新年代”。这些相似点让许先生坚信“中国诗统一整合的路子,不久会展现”[8],哪里还能去区分两岸诗

歌的优劣并圈定各自的“地盘”呢?
也正因为怀揣着建构汉语整体文学的理想,许先生对目前中国两岸四地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将台

湾、香港、澳门甚至少数民族文学与大陆文学剥离开来的做法感到忧心:“大陆的几部当代文学史,独立

台湾、香港、澳门与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史,且台湾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中,同样分开大陆与台湾而写的,
这种写法是空前的。正当中国文学回归整合的大时代,大环境中,却见得各自独立的部分现象,是值得

注意。……而这种趋向与大陆目前进行地区文学史的著作,如:《湖南文学史》、《福建文学发展史》、《岭
南文学史》等稍有区别。”[4]10他自己在研究中国新诗历史的时候,总是将台湾和大陆的诗人诗派融为一

体,不像某些中国大陆学者或台湾学者那样人为地将两岸诗歌割裂开来。比如许先生的汉语新诗史研

究以诗派为链条,在摆脱传统编年史书写模式的同时,凸显出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和诗论主

张,他将“创世纪诗派”置于包含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整体性的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中[5]137-159,与之前的“九



叶诗派”和后起的“今天诗派”置于相同的等级;他的“诗人各论”[5]409-461也将台湾诗人钟鼎文、周梦蝶等

纳入到与之前的艾青和之后的北岛同级的研究中,明显打破了人为划分的两岸诗歌研究的疆界,这些都

是许先生对他自己的汉语整体文学思想的实践。许先生的汉语诗学思想之所以具有两岸的比较视野和

整体性眼光,与他早年留学台湾的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他亲历了台湾20世纪60、70年代文学发展的

巨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对台湾文学的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但随着中韩建交之后他对中国大陆文学

的接触和了解,他发现大陆的现代文学同样丰富,且具有台湾同期文学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应该说,对
大陆文学的认同以及对台湾文学的情感,导致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必然会戴上两岸比较的“透视

镜”,并希望二者有朝一日能完全整合。换个角度来讲,即便许先生没有台湾留学背景,作为研究汉语诗

歌的学者,也应该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也应该将两岸四地乃至整个华文诗歌纳入观照的范围,惟其如

此,才能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抽象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最佳理论模型。
许世旭先生经常采用古今纵向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坚持认为新诗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承

传,深化了汉语诗学的研究内容。中国新诗在五四时期取代旧体诗成为文坛主流,很多学者如梁实秋等

根据当时的西化思潮和翻译潮流认为,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来影响;也有学者

如周作人等从民族诗学立场出发,认为中国新诗的诞生源于自身内部的规律性演变。事实上,在逐渐开

放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中,中国诗歌文体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影响,但却不能据此认为外来影响

是新诗发展的主要助推力,“文变染乎世情”,时代风气的更迭也会带来诗歌创作的变化。作为一位海外

汉学家,许世旭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并没有跟风似地站在“传统”或“西化”后面,而是从新诗创作的实际情

况出发,他认为:“中国新诗的生长,靠三分自己的历史进化,靠四分外来的影响,再靠三分自己的革命与

运动,才能带到今天的广场。就是说并不完全出乎其外,成乎其内的。”[9]不管外来影响占据多少比重,

中国新诗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已然受到了外国诗歌影响的事实无可更改,但新诗在发展近一个世纪之后

逐渐积淀起了自己的艺术和精神传统,诗人的创作在汲取现代营养的同时,也应该将艺术修养延伸到古

代诗学领域,唯有如此才可能达到许先生所倡导的“中国诗人,必须中国”的纯汉语诗创作境界。许先生

关于新诗与传统诗歌的认识,与中国大陆学者吕进先生的看法有相通之处①,即中国新诗的发展应该

“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

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10]。这是在开放的语境中发展汉语诗歌的合理道路,而要做到汉语诗学思想

的中国化,新诗应该从纵向的维度继承传统诗歌的合理要素。许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新诗在发展历程中

哪怕是在形成期,都没有割断与汉语诗歌传统的血缘关系。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新诗对古诗的“纵
承”:首先是主题,“古代诗歌之频出主题有如:惜时、相思、怀古、悲秋、思乡、忝离、生死、仕隐、山水、性
理、讥讽等十几种,如果用这种标准看新诗的话,今天新诗的三分之二,都不会超出上列的主题范围”;其
次是风格,“中国旧诗之风格与境界,应以豪放、含蓄、飘逸等作为代表,……今天新诗的风格,仍是豪放、
含蓄、飘逸等性格”;第三是形式,“中国的旧诗发展有两条路,一则入乐,另一则不入乐,一则齐言诗,另
一则参差长短诗。……实在就与今天的新诗同质的”;第四是语言,“新旧诗之语言,虽然有严谨与放松、

具体与概念、意象与抽象之别,但互有交替现象,如旧诗有散文化,新诗有复古化的现象”[11]。既然新诗

与旧诗之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纵向承递关系,那么,今天的汉语诗人就应该“借正统化、复古化的方法来

提升新诗艺术”,提升新诗的民族化品格。
许世旭先生有时也采用中韩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诗,获得了中国学者可能无法具备的

“旁观”视角和冷静客观的他文化立场。许世旭先生能够在两岸四地的中国现代诗学界享有盛誉,实在

① 许世旭先生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之所以能和吕进先生成为好朋友,实乃二人对待传统和外来影响的观

点具有相似性,二者在很多诗学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因此,除了台湾曾被许先生称为第二故乡之外,中国新诗研究所被他称为在大

陆的“第二故乡”(吕进:《耳畔频闻故友去———哭韩国学者许世旭先生》,《中外诗歌研究》,2010年3期),从1991年到2006年期间,他曾

多次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授课、讲学、参加学术交流,和吕进先生讨论中国现代诗学。正是由于汉语诗学观念的接近,许世旭先

生一直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与他对汉语文化和语言的超凡习得能力分不开,惟其如此,也才能消除异质文化的阻隔而直接面对研究

对象,在汉语符号系统内并非隔靴搔痒地从事汉语文学研究,进而凭借自己的认知方式去完善汉语诗学

体系。在行动和气质上具有中国内质的许世旭先生,在从事汉语诗歌研究时没有一般外国人那种挥之

不去的文化冲突,故而他的汉语诗学是贴近中国诗歌现实的。然而,对于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氛围内并

深受其影响的学者而言,在研究汉语诗歌时要保持主观上对汉诗的热爱而选择中立是困难的,不过能做

到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汉语诗学思想的纯正与客观。虽然早年留学台湾,受中国文学影响长达8年之

久,但许先生在审视和研究中国文学时始终没有失去“第三者”的他文化立场,他的诗学思想相对于台湾

和大陆的学者而言更加冷静、客观和非功利化。许先生本人曾坦诚地说,他在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两岸

文学研究之发展与展望》一文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整体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望
楼’中国文学的角色来观察中国文学,相当亲切,相当客观,因而敢把笔写起此文,以供两岸学界”[4]3。
许世旭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他文化立场,在他对中韩早期新诗的比较研究中也能窥见一斑,他以异

质的韩国新诗作为参照来研究中国新诗发生期的创作现状,阐明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成因。
韩国与中国新诗诞生的时间和语境的相似性,决定了二者具有可比性,许先生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

中用表格的形式列举了韩国1908年至1925年的“主要诗人”、“主要作品”、“主要诗集”和“主要文艺杂

志”,对应于中国1917年至1925的诗歌创作情况[5]286-287,读者通过表格列举的详细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地理解中韩早期“诗人与诗刊”的差异。没有韩国诗歌作为参照,要通过中国新诗自身的情况来论述其

早期创作的丰富抑或凋敝,均难自圆其说,有时候也无法作出客观的定位。
横向的两岸对比、纵向的古今参照、中韩跨文化比较以及汉语诗学的整体观,这三者不仅构成了许

世旭先生汉语诗学的方法论体系,而且也建构起了清晰的汉语诗学框架,体现出了他的汉语诗学思想的

普适性、开阔性和丰富性特征。

三、许世旭汉语诗学的民族色彩

作为一个韩国汉学家,许世旭的汉语诗学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

丽民族的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许世旭汉语诗歌研究的兴奋点,反映出他汉语诗学思想中饱含着的深沉的民族情感。许先生留学

台湾期间与痖弦、纪弦、郑愁予、洛夫等诗人交往密切,主要是基于相似的家国处境和民族情怀,楚戈回

忆说:“‘破国意识’才是我们灵魂契合的共同根苗,有些夜晚,当我们为家国哭泣时,老许也不能自已,我
们同是廿世纪人类愚昧悲剧下的祭品。”[12]许先生的汉语诗歌研究受到了这股民族情怀的影响,他对20
世纪60年代台湾诗坛中军人的乡愁诗“情有独钟”,因为“他们的诗笔中深埋着时代、政治、乡愁与人生,
以近乎报复的手法而咯出他们的鲜血”[13]31。他在《失乡民的悲哀》一文中,列举了当时台湾诗坛极负盛

名的痖弦、商禽、洛夫、郑愁予等人的作品,来阐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国土分裂以及诗人由此体

味到的愁绪,而且许先生在论述的时候一再强调:“这种孤独绝不是亚洲或中国的”[13]30,“他们也深藏着

亚洲的苦闷和知性,深藏着一股茁长与奋斗的力量”[13]37。朝鲜半岛和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有很多相似

之处,在许先生看来,台湾诗坛的这股乡愁或孤独的情感,并非来自大陆的“阿兵哥”独有。作为一个异

乡人,他同样如痖弦的《深渊》那样“懒于知道,我们是谁”;作为一个在韩战中经历了祖国破碎和民族分

裂的人,他同样如洛夫的《石室的死亡》那样感叹“神啊! 我所能奉献给你脚下的只有这愤怒”。台湾的

很多诗歌让许世旭感同身受,他对这些诗歌的偏爱和研究,折射出了他的汉语诗学所承载着的浓浓的民

族情怀。
许世旭对汉语诗歌语言的突出强调,同样折射出他潜意识中隐藏着的民族情结。特殊的语言运思

和组合方式决定了诗歌艺术的隶属度,任何诗学研究都不可能绕开语言而独论情思,许先生的诗学思想

自然也包含了丰富的诗歌语言观念。根据译介学的观点,许先生用汉语翻译的韩国诗“就是中国文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14],与之相关的言论也理应属于汉语诗学的范畴。他在用中文

出版的译诗集《乡愁》的译序中,打量20世纪上半叶韩语诗歌历史,他认为:“就只有两位能代表”韩语诗



歌半个世纪的发展成就:“一位是以民歌的语言活跃于北部的金素月(1902-1934),另一位就是以现代感

性的语言活跃于南部的郑芝溶(1902-1950?)。”[15]许先生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不仅厘清了韩语诗歌发展

的两种路向,即“民歌的语言”和“现代感性的语言”,而且也彰显出他本人对更富于艺术元素的现代诗歌

语言的偏爱。需要指出的是,许世旭诗学对语言的强调,除了基于艺术审美立场之外,也与20世纪前半

期朝鲜半岛的殖民化际遇不可分割。在日据时代,诗人的创作在情思上主要集中体现为超越殖民统治

之苦,比如:“青鹿集(即青鹿派———引者)的朴斗镇(1916-)、朴木月(1919-1978)和赵之薰(1920-1968)写
作描写自然的诗,意在超脱于日本压迫的残酷现实之外。”[16]在语言上则“不便以母语写诗”,或者母语

创作处于“潜在写作”状态,在公开场合只能使用日语,加上西化思潮的影响,韩语的纯洁性和生存的合

法性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许世旭从诗学的角度对“母语的纯正”的强调,体现

了十分强烈的民族色彩。
总之,许世旭先生成就斐然的汉语诗学研究,堪称海外汉学研究的典范。但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

其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他文化立场、比较方法和整体性眼光等多维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与本土

学者的研究拉开距离,甚至渗透出明显的民族情结。许先生新鲜而独具特色的汉语诗学思想是中国现

代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是比较诗学和跨语际交流的必要内容,理应受到

全球华文诗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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